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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农地资源错配的收益损失

———基于农户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的计量分析

刘同山，吴刚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农村人口乡城迁移必然要求农地资源在剩余农业劳动力中再配置。 将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的

农地经营规模调整需求、农业经营收益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理论分析，利用黄淮海农区 ６ 省 ５２３ 户农户

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 ＥＳＲ） 模型估计农地资源错配造成的收益损失。 研究结果表

明：与想减少农地规模的农户相比，想增加农地经营规模者的亩均净收益更高，农地在农户间的错配

造成了收益损失，其具有较好稳健性。 农户需求、制度与自然因素是造成农地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
农地资源错配通过人、地和农作物影响务农收益。 因此，为了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
需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消除农地资源

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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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为获得更多收入而持续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农业老龄化、副业

化日趋严重，“谁来种地” “怎么种好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土地者，民之本

也。 无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国外农产品冲击，还是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成为一个体面

的职业，都必须优化农业劳动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为了实现“人尽其才、地
尽其利” ，既要支持想种地、会种地的小农户获得更多农地，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也要允许和引

导不想种地、不会种地的深度兼业和离农进城农户退出农地，成为城镇居民。
如果农地不能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充分流转，就会出现农地资源错配。 农地资源错

配，也有学者称之为农地资源配置不当或扭曲 ［１－２］ ，是指农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未能以最合

适的方式分配给最有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使用。 如果存在农地资源错配，“有效率的农民难以

获得更多的土地，无效率的农民难以处置他的某些土地，通常会降低农业的总效率” ［３］ 。 Ｓｙｒ⁃
ｑｕｉｎ［４］ 拓展了 Ｓｏｌｏｗ 的新古典增长框架，把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增长分解为行业 ＴＦＰ 增长和（资
源）要素的配置效应，发现在行业间对要素重新配置可以极大地改进生产率。 资源在微观行为

主体之间的错配，是导致 ＴＦＰ 和产量损失的关键 ［５］ 。 资源错配在一定条件下会持续存在 ［６］ ，并
与经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 ［７］ 。

消除资源错配的过程，也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解释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中

国农业产出增加 ４６．８９％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８］ ，本质亦是解决集体统一经营时农业劳动力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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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错配的一种举措 ［９］ 。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改革应当重视农地资源错配

问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６ 年在安徽小岗村座谈时所指出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
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

二、文献综述

现有国内外对农地资源错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分析农地资源错配的影

响。 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时，农地资源错配会影响农户的要素投入强度，拉大边际产出差距，
并减少想要离农者对土地的长期投资 ［１０］ 。 如果要素市场完备，效率较高的生产者将持续扩大

经营规模直至其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相等，这也意味着效率越高的生产者经营规模越大 ［１１］ 。
因此，农地资源错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地规模难以调整。 １９８８ 年菲律宾农地改革后，政府

对农户的农地规模设置了上限并严格限制农地转让，造成了农地资源错配，最终使农业生产效

率下降 １７％ ［１２］ 。 如果农地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间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将提高 １．８８ 倍 ［２］ 。 即便只在村庄范围内消除农地资源错配，也可以让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中国的

农业总产出增加 ３０．２％ ［１３］ 。 有学者对黄淮海农区 ７０８ 户小麦种植户的数据计量分析发现，农
户难以调整农地规模造成了 １２．１６％的小麦产量损失 ［１４］ 。

另一方面是考察农地资源错配的应对措施。 消除农地资源错配，或者说优化农地资源配

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化再配置。 不少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农地改革，提高农地的可交易

性，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优化农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１５］ 。 例如，中国借助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下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在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６］ 。
不过，中国农地经营权流转具有明显的“短期化、非正式”特点 ［１７］ ，且存在流转市场配置失灵问

题 ［１８］ ，未能充分消除农地资源错配。 二是行政性再配置。 一些国家在农业转型期采取了行政

性手段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法国曾根据 １９６０ 年的《农业指导法》组建了半公益性的“土地整治

与乡村建设公司” ，负责收购不具发展前途的农民自愿出售的农地，将其整治之后再转卖给其他

主体 ［１９］ ；日本于 １９７０ 年实施了“农业人养老金”制度，并在 １９８０ 年颁布了《增进农用地利用

法》 ，推动农地向青年农民和专业农户转移 ［２０］ 。 与当前农业转型的速度相比，目前中国消除农

地资源错配的行政性举措较少。
总的来看，现有关于中国资源错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农部门，农地资源错配的文献很少

且主要关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１－２，１２］ 。 虽然现有农地资源错配的文献为本文奠定了很好的研究

基础，但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要借助农业的边际产出间接考察农地资源错配，导致人们

对农地资源错配的认识不够直接和具体；二是主要关注农业生产效率，相对忽略了农户收益，即
没有充分考虑微观主体的务农积极性。 实际上，与国家重视生产效率不同，微观主体更关心经

营收益，因为经营收益（尽管它受生产效率影响）决定了微观主体能否在竞争中存活下去 ［２１］ 。
当前中国的工农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在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逐渐消除的情况下，解决“谁来种地”
问题，确保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长期存在，必须增加农业劳动的回报率，提高务农者收益 ［２２］ 。 因

此，本文基于城乡大变革时代中农业转型发展需要和农民自身需求，以直接询问农户农地经营

规模调整意愿的方式考察农地资源错配，同时将研究视野从农业生产向影响农业长期发展的经

营收益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劳动力转移下的农业经营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 本文从农业劳动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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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的现实背景出发，整合农户的农产品生产函数与哈里斯—托达罗的两部

门人口流动模型，将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的农地调整需求、农业经营收益纳入统一框架，借以

分析如何通过优化劳动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来提高农业经营收益。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农户利用

农地、劳动力和技术三种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参照 Ｚｈａｎｇ 与 Ｃａｒｔｅｒ［２３］ 和李谷成等 ［２４］ 的做法，将
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定义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Ｑ ＝ ＡＮαＬβ （１）
其中，Ｑ 是农产品产量，Ａ、Ｎ、Ｌ 分别为技术、劳动力和农地，α、β 分别是劳动力和农地的产

出弹性。 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
∂Ｑ
∂Ｎ

＝ αＡＮα－１Ｌβ （２）

农地的边际产量为：
∂Ｑ
∂Ｌ

＝ βＡＮαＬβ－１ ＝ αＡＮα－１Ｌβ· β
α
ＮＬ－１ ＝ β

α
ＮＬ－１·∂Ｑ

∂Ｎ
（３）

故有：
∂Ｑ
∂Ｎ

＝ α
β

Ｌ
Ｎ

æ

è
ç

ö

ø
÷
∂Ｑ
∂Ｌ

（４）

其中， Ｌ
Ｎ
是人均农地面积。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农户贮存粮食等农产品的比例大幅下降，很多农

户都在收获后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农产品卖掉，同时再从市场上购入所需的农产品，农户生产

和消费的可分离性显著加强。 另外，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单个农户可以改变农作物种植

结构，选择生产市场价格更高的农产品，但他只能接受某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ｐ。 如果生产某种

农产品的平均成本是 ｃ，则总成本为 ｃＱ，于是农户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净收益 Ｙ 为：
Ｙ ＝ ｐＱ－ｃＱ ＝ ｐ－ｃ( ) Ｑ ＝ ｐ－ｃ( ) ＡＮαＬβ （５）

其中，ｐ－ｃ 是该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超过平均成本的部分，即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单位净收

益。 为了考察劳动力数量和农地经营规模变化对农业净收益的影响，分别将生产农产品的净收

益函数 Ｙ 对 Ｎ 和 Ｌ 求偏导，得：
∂Ｙ
∂Ｎ

＝ ｐ－ｃ( )
∂Ｑ
∂Ｎ

＝ α
β

ｐ－ｃ( )
Ｌ
Ｎ

æ

è
ç

ö

ø
÷
∂Ｑ
∂Ｌ

（６）

∂Ｙ
∂Ｌ

＝ ｐ－ｃ( )
∂Ｑ
∂Ｌ

（７）

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如果农村人口可以自由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那么只有当农业

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与转移至城镇非农部门后获得的预期工资ω相等时，劳动力乡城流动的

步伐才会停止。 之所以是预期工资，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后，可能获得较高

的工资，也有可能获得较低的工资甚至失业，其在城镇非农部门获得的工资收入有不确定

性 ［２５］ 。 于是对农户而言，在均衡点或者说不再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力时，必有：
∂Ｙ
∂Ｎ

＝ ｐ－ｃ( )
∂Ｑ
∂Ｎ

＝ ｐ－ｃ( )
α
β

Ｌ
Ｎ

æ

è
ç

ö

ø
÷
∂Ｑ
∂Ｌ

＝ ω （８）

从前述各式整理可得：
∂Ｙ
∂Ｌ

＝ ｐ－ｃ( )
∂Ｑ
∂Ｌ

＝ β
α

Ｎ
Ｌ

æ

è
ç

ö

ø
÷ω （９）

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最先发生在城镇非农领域，经济增长会让城镇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更

快地增长，进而提升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的预期工资水平。 在城镇非农部门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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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ω增加后，农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持（ ９）式平衡：一是减少单位农地负担的劳动力数量

Ｎ
Ｌ
，也就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地经营面积

Ｌ
Ｎ
。 在农村土地总量既定且被各户分散承包的

情况下，单个农户想增加
Ｌ
Ｎ
，需要流转其他农户的农地来增加 Ｌ，或者进一步减少从事农业的劳

动力人数 Ｎ。 Ｎ 减少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离开农业的过程，它为其他农户获得更多农地提供了机

会。 如果在劳动力转移后农地不能有效再配置，其他农户不能增加农地规模，会影响农业绩效。

二是提高单位农地的经营收益
∂Ｙ
∂Ｌ

。 由于农地的边际产量
∂Ｑ
∂Ｌ

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耕地质量，

短期内很难提高，因此要提高
∂Ｙ
∂Ｌ

就需要增加（ ｐ－ｃ） 。 这需要农户调整农作物结构或提升农产品

品质，向市场提供价格更高的农产品，或降低生产农产品的平均成本。 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制

定更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给予更多农业补贴等方式来提高 ｐ 或降低 ｃ，但是受制于国际农产品

的“天花板效应”和财政预算约束，其空间有限且不可持续。 另外，（ ９）式最后一个等号还意味

着，在ω不变时，如果想增加（ ｐ－ｃ）的值，让务农者获得更多农业经营收益，需要增加
Ｎ
Ｌ
，也就是

往单位农地上投入更多劳动。 这一般是种植结构调整的过程，实现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

转变。
总之，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非农部门相对工资水平的增加，为了保障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

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调整农作物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等；另一方面

需要加快推动农地资源在剩余农业劳动力中的再配置。

四、计量方法、数据与变量描述

（一）计量方法

理论分析表明，如果农户在劳动力乡城流动过程中不能获得理想规模的农地，也就是存在

农地资源错配，会降低农业经营收益，损害农业效率。 不过，从因果关系上看，也有可能是因为

农业经营收益太低，农户才不想增加农地经营规模或不介意低效率使用农地（因而不想减少农

地） 。 也就是说，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对农业经营收益而言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 为

了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内生转换回归（ ＥＳＲ）模型，来测度农地资源错配对农业经营

收益的影响。 假定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方程为：
Ｗ ｉ ＝ Ｚ ｉϑ＋μ ｉ （１０）

对于想减少农地的农户，其亩均净收益方程为：
Ｙ０ ＝ Ｘ ｉγ０＋Ｔ ｉδ０＋ε０ｉ （１１ａ）

对于想增加农地的农户，其亩均净收益方程为：
Ｙ１ ＝ Ｘ ｉγ１＋Ｔ ｉδ１＋ε１ｉ （１１ｂ）

（１０）式中，Ｗ ｉ是反映农户 ｉ 想减少农地还是增加农地的二元选择变量，Ｚ ｉ是影响农户减少

或增加农地的各种因素，ϑ 是待估计系数，μ ｉ是误差项。 （１１ａ）和（１１ｂ）式中，Ｙ０和Ｙ１分别表示想

减少和想增加农地的两个样本农户的亩均净收益，Ｘ ｉ是影响亩均净收益的农户特征、土地禀赋

等变量，Ｔ ｉ是反映农作物结构调整的果蔬及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变量，γ 和 δ 是待估计系数，
ε ｉ是误差项。

ＥＳＲ 模型对上述 ３ 个方程同时估计后，给出各影响因素对想减少和想增加农地的两类农户

亩均净收益的差别化影响。 借助 ＥＳＲ 模型的估计系数，可以考察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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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亩均净收益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 ：
ＡＴＥ ＝ Ｅ Ｙ ｉ ｜Ｗ ｉ ＝ １( ) －Ｅ Ｙ ｉ ｜Ｗ ｉ ＝ ０( ) （１２）

（１２） 式 中， Ｅ Ｙ ｉ ｜Ｗ ｉ ＝ １( ) 表 示 假 如 所 有 农 户 都 想 增 加 农 地 预 期 的 亩 均 净 收 益， Ｅ
Ｙ ｉ ｜Ｗ ｉ ＝ ０( ) 表示假如所有农户都想减少农地预期的亩均净收益。 借助 ＡＴＥ，可以从整体样本的

角度，考察农地资源错配造成的农业经营收益损失。 需要指出，（ １０）式中Ｚ ｉ应包含至少一个工

具变量（ ＩＶ）以便让模型可识别。 一个有效 ＩＶ 既要与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相关，又要

与农地的亩均净收益及无法观测的因素不相关。 由于人口分化是农户调整农地规模的重要原

因 ［２６］ ，本文以受访者报告的家庭二轮承包农地面积除以当前家庭总人数作为 ＩＶ。 检验发现，ＩＶ
具有较好的外生性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虽然 ＥＳＲ 模型同时估计两个收益方程，可以更好地分析各种因素对农地亩均净收益的影

响，得出更精确的 ＡＴＥ，但遗憾的是，它很难处理具有内生性的农地调整意愿和其他变量（比如

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节效应，且不允许对地区变量分类控制。 然而，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可

能会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一起影响农地亩均净收益，而且亩均净收益亦可能随地域不同而变化。
因此本文使用可以对地区变量分类控制的处理效应模型（ ＴＥＭ），以及可同时控制地区变量且考

虑交互项的加权最小二乘法（ＷＬＳ） ，进一步估计农地调整意愿对亩均净收益的影响，并将其作

为 ＥＳＲ 估计的稳健性检验。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及其实现机制研

究”课题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在黄淮海农区完成的农户问卷调查。 黄淮海农区是中国九个农区

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全国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地区之一，包括山东、天津、北京全部，河南、河北大

部和江苏、安徽北部。 黄淮海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主要是小麦、玉米轮作，一般在 ５
月底收获小麦，１０ 月初收获玉米，区域南部一些地方是小麦、稻谷轮作。 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黄淮海农区不少农户调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将农地用于蔬菜、果品及其他经济作物

种植。
由于平时在村的年轻人较少，为减少样本选择偏差，课题组特意于春节前后、年轻农民在村

期间进行了农户抽样问卷调查。 首先，在黄淮海农区 ３１８ 个县（市、区）中随机抽取 ２０ 个，并对

其中 ３ 个县进行调整以平衡样本的空间分布，最终样本县（市、区）分布为：山东、河南、河北各 ５
个，安徽、江苏各 ２ 个，天津 １ 个。 其次，在每个样本县（市、区）随机选择 ２ 个乡镇，每个乡镇 ２
个村，每个村 １５ 户左右农户。 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入户，与户主或家里的主事人一对

一完成访谈完成。 调查员主要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研究生。
为得到农户层面的详细信息，在访谈时，调查员鼓励其他家庭成员就某些问题进行补充。

本次调查共得到 １０２６ 个样本。 为了准确分析农地资源错配对亩均净收益的影响，本文首

先剔除既不想减少也不想增加农地的农户样本和 ２０１７ 年没有农业经营收入的样本，然后借鉴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 ［１７］ 的做法删除既想流出农地、减少规模，又想流入农地、增加规模的样本，以及有数

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５２３ 个有效样本。 其中想减少农地的农户样本 ２８６ 个，想增加农地的

农户样本 ２３７ 个。 本文将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三）变量及其统计特征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以农地亩均净收益反映的农业经营收益。 农地亩均

净收益受农业投入成本、农产品销售价格等因素影响。 因农户可能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本文首先将所有农作物净收益加总得到农户农地经营总净收益，然后将其除以使用的农地

面积，得到农户经营农地的亩均净收益。
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容易统计，但由于大多数农户在农业生产时不记账，农业投入成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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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农产品的总净收益难以准确获知。 针对这一难题，在具体测算各类农产品的总净收益

时，本文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对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四种粮食作物，先用“总产量乘以销售

单价再减去物质与服务成本①”的方式分别估算不同粮食的总净收益，再将四类粮食加总得到

粮食作物的总净收益。 产量和销售价格可以通过询问比较准确地获知，物质与服务成本则参照

史清华 ［２７］ 、林本喜和邓衡山 ［２８］ 的做法，以《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相应数值

进行替代。 与理论分析部分一样，本文假定上述四种粮食作物的亩平均成本都为常数。 考虑黄

淮海农区上述四种粮食的生产经营模式、农业机械化程度都比较相似，各地同一种农作物的物

质与服务费用相差不大，而且绝大部分样本农户都是经营土地规模较小且兼业严重的小农户

（９７．２３％的样本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在 ３０ 亩以下） ，上述做法比较合理。 二是对蔬菜、瓜果及其

他各种经济作物，农业生产中投入成本较大且不同作物、不同农户可能存在很大差别。 本文以

农户报告的 ２０１７ 年各种经济作物销售收入减去成本作为其总净收益，也就是前文的 ｐ－ｃ( ) Ｑ。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农地亩均净收益 ／ （元·亩 －１ ） ２０１７ 年农地总净收益除以使用的农地面积 ７２８．２２ ８４９．９６

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女 ＝ ０；男 ＝ １ ０．７１ ０．４５

年龄 受访者报告的年龄 ５３．９５ １０．９７

受教育年限 ／ 年 受访者报告的受教育年限 ６．８３ ４．５０

健康状况 很健康 ＝ １；比较健康 ＝ ２；一般 ＝ ３；比较差 ＝ ４；很差 ＝ ５ ２．０５ １．０８

近五年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否 ＝ ０；是 ＝ １ ０．３０ ０．４６

家庭规模 受访者报告的家庭人口数量 ５．２７ ２．２３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 ％ 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２３．９６ ４３．８２

是否加入了农民合作社 否 ＝ ０；是 ＝ １ ０．１１ ０．３１

家庭劳动力比例 ／ ％ 劳动力（ １６ ～ ６５ 岁）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 ６７．３１ ２４．３３

地权稳定性 二轮承包以来是否重新分过承包地：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１ ０．４１

地块平均面积 ／ 亩 ２０１７ 年经营的农地面积除以地块数（亩 ／ 块） ２．９５ ４．１４

是否种植经济作物 家里 ２０１７ 年是否种植果蔬等经济作物：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９ ０．４６

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 想减少 ＝ ０；想增加 ＝ １ ０．４５ ０．５０

工具变量（ ＩＶ） 家庭二轮承包的农地面积除以当前家庭人口数 １．４５ １．２１

　 　 ２．关键解释变量。 为了更直观地考察农地资源错配，本文以农户报告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

意愿来反映农地资源错配。 只要有一些农户想减少农地，而同时另一些农户想增加农地，就认

为存在农地资源错配。 另外，如理论分析指出的亩均净收益受 ｐ－ｃ( ) Ｑ 影响那样，农作物种植结

构除单独对农地亩均净收益产生影响外，可能还会与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一起对亩均净收益

产生作用。 因此，本文把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和反映农作物种植结构的经济作物种植

情况都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具体通过询问户主或家里的主事人“在目前（土地租金和务农收益）
条件下，是否想减少或增加农地经营规模”来直接测度。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中央近年来加快

推进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此处所指的想减少或增加农地的方式，不仅包括经

营权出租，还包括承包权转让。
３．其他解释变量。 农地亩均净收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控制户主或家里主事人的个人

特征、土地禀赋情况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将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比例、地权稳定性等作为其

他解释变量。 另外，考虑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农民合作社可能在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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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与不在意农地产出、不看重农业收入的深度兼业农户相比，务农为主、
以农为生的专业农户一般更愿意向农地投入，因而可能会有更高的农地亩均净收益，本文将农

户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等情况也加以控制。
表 ２　 不同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农户的各变量均值差异

　 　 　 　 变量 想减少农地者（ ｎ ＝ ２８６） 想增加农地者（ ｎ ＝ ２３７） 均值差异

农地亩均净收益 ６０８．１２（ ３７．８４） ８７３．１４（ ６７．０３） ２６５．０２２∗∗∗（ ７３．８２）

性别 ０．７２（ ０．０３） ０．７０（ 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４）

年龄 ５６．２７（ ０．６５） ５１．１５（ ０．６７） －５．１１８∗∗∗（０．９４）

受教育年限 ６．７８（ ０．２１） ６．８９（ ０．３６） ０．１１５（ ０．４０）

健康状况 ２．１４（ ０．０７） １．９３（ ０．０７） －０．２１５∗∗（０．０９）

近五年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４０）

家庭规模 ５．１２（ ０．１３） ５．４５（ ０．１５） ０．３２９∗（０．２０）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２２．９２（ １．６４） ２５．２１（ ３．７４） ２．２８５（ ３．８５）

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６７∗∗（０．０３）

家庭劳动力比例 ６４．５３（ １．５８） ７０．６６（ １．３５） ６．１３１∗∗∗（２．１２）

地权稳定性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４）

地块平均面积 ２．５３（ ０．２０） ３．４６（ ０．３２） ０．９３０∗∗（０．３６）

是否种植经济作物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９４∗∗（０．０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 ２ 比较了想减少与想增加农地的两类农户的各变量均值差异。 具体来看，与想减少农地

者相比，想增加农地的农户，其农地亩均收益显著更高。 而且，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想增加

农地的农户户主或家里主事人更年轻、健康状况更好，而且家庭规模和地块平均面积更大，加入

农民合作社的比例、家庭劳动力的比例和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都更高。 在其他方面，两类农户

的差别不显著。 不过，简单的均值比较只是粗略描述了两类农户在农地亩均净收益及其他方面

存在差异，要更准确地考察农地资源错配的收益损失，必须进行更为严谨的计量分析。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农地亩均净收益的 ＥＳＲ 估计及 ＡＴＥ 分析

表 ３ 给出了 ＥＳＲ 模型对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以及想减少和想增加农地的两类农户的亩

均净收益进行联合估计的结果。 Ｗａｌｄ 检验在 １％的水平上拒绝了意愿方程和收益方程相互独

立的原假设，而且ρ０和ρ１都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表明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了农户的农

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和亩均净收益。 另外，解释变量的条件数为 ２７．１６，小于 ３０ 这一理想值，表
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可见，对样本农户数据采用 ＥＳＲ 模型估计是合

适的。
表 ３ 第 １ 列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方程估计结果表明，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除

户主或家里主事人的性别、年龄、外出务工经历外，农户是否想调整农地经营规模，还受家庭农

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地块平均面积和工具变量的显著影响。 具体来看，兼业程度越

低、劳动力比例越高、地块平均面积越大的农户，越想增加农地。 工具变量对农地经营规模调整

意愿的影响为负，表明自二轮承包以来，经历二十多年人口分化后家庭人均农地面积越小，农户

越不想增加农地。 人均农地面积小，可能会让理性的农户认识到难以“以农为业、力农致富” ，
因而不想增加农地经营规模。 表 ３ 最后两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想减少和想增加农地的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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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其农地亩均净收益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 不过家庭农业收入占比、是否种植经济作物对

两类农户的亩均净收益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越是专业务农的农户，越看重农业收益因而越愿

意增加农地投入，其亩均净收益也就越高。 由于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高于粮食作物，种植经济

作物的农地亩均净收益显然更高。 对于想减少农地者，地块平均面积越大，其农地亩均净收益

越低；对于想增加农地者，户主的健康状况越差，其农地亩均净收益越少。 这表明劳动力投入会

影响农业经营收益，而且耕作条件越好，影响越显著。
表 ３　 农地资源错配对亩均净收益影响的 ＥＳＲ 估计（ｎ ＝ ５２３）

变量 　 　
农户的农地调整意愿

（想减少 ｏｒ 想增加）

农地亩均净收益

想减少农地者 想增加农地者

性别 ０．２１３∗（ ０．１２５） －２２６．４７５∗∗（ ９７．８６７） －１８．１５４（ １３７．２２７）

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１６．８８８∗∗∗（ ４．４７０） －４．７５５（ ８．５５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１２．８３５（ １１．７３９） －２．８３５（ ７．３６７）

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４） －２３．５９３（ ３８．３６９） －１０４．３００∗∗（ ５８．９１３）

近五年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０．２５３∗∗（ ０．１２０） １３２．６３３（ ８９．８９３） －１２２．５０３（ １０３．７５４）

家庭规模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２５３（ ２６．３４９） １９．９５４（ ３２．２１９）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３．５２３∗∗∗（１．２９４） ４．２８６∗∗∗（ １．４３６）

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 ０．２４６（ ０．２０５） １２６．２５１（ １６４．７６０） ９９．３３５（ ２１８．２６７）

家庭劳动力比例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１．３８５（ １．６９３） －３．１２７（ ２．６６６）

地权稳定性 －０．２２４（ ０．１３７） ５１．１８７（ ９９．７５９） １８．３９１（ １２５．６４１）

地块平均面积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４８．４６３∗∗∗（１７．２６９） ８．８１５（ １８．９９７）

是否种植经济作物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１） ２７８．８３８∗∗∗（１０３．８２９） １０３８．７５１∗∗∗（１５５．７４１）

工具变量（ ＩＶ）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４） — —

常数项 ０．８４７∗（ ０．４４５） －６７８．６８７∗（３７１．８１１） １２６４．３６９∗∗∗（４５３．１０１）
残差协方差（ σ０ ） — ６．６２３∗∗∗（０．１００） —
残差相关系数（ ρ０ ） — －２．４４２∗∗∗（０．２６６） —
残差协方差（ σ１ ） — — ６．７７８∗∗∗（ ０．１３０）
残差相关系数（ ρ１ ） — — －０．４５７∗∗（ ０．１８４）

方程独立性 Ｗａｌｄ 检验 １１０．７３０∗∗∗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０１、０．０５、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σ 是意愿方程与收益

方程残差方差的平方根，ρ 是残差相关系数。

在 ＥＳＲ 估计的基础上，可以预测样本农户全部都想减少或想增加农地时的亩均净收益，进
而测算出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对亩均净收益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 ，得到农地经营规模调整

意愿对亩均净收益的总体影响。 表 ４ 所示的结果表明，想减少与想增加农地的两类农户，其农

地亩均净收益分别为 １３８． ０７ 元和 １０８５． ９８ 元，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对农地亩均净收益的

ＡＴＥ 为 ９４７．９１ 元，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也就是说，如果让想减少农地者把农地交给想增加

经营规模者耕种，每亩地一年的净收益预计可以增加 ９４７．９１ 元。 可见，与前述理论分析结果一

致，农地流转意愿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亩均净收益。
表 ４　 农地资源错配对亩均净收益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农地亩均净收益

想减少农地者 想增加农地者 ＡＴＥ ｔ 值

１３８．０７２（ ６４８．１１３） １０８５．９７９（ ６０４．７３０） ９４７．９０７∗∗∗（ ６２８．６４８） ３４．４８３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二）考虑地区差异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不过，ＥＳＲ 模型未分类控制地区变量，可能会损害估计结果的精确性。 而且，分析农作物种

植结构是否与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共同影响农地亩均净收益，需要将二者的交互项纳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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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因此，本文采取可以分类控制地区变量、能够处理调节效应且消除异方差①的估计方法，
对样本数据做进一步分析，见表 ５。

表 ５　 考虑地区差异和经济作物调节效应的 ＴＥＭ 和 ＷＬＳ 估计

　 　 　 变量
ＴＥＭ 回归

农户的农地调整意愿 农地亩均净收益

ＷＬＳ 回归

农地亩均净收益

性别 ０．２２７（ ０．１４２） －３９．０１５（ ８４．２６３） －８．０６７（ ５０．０８５）

年龄 －０．０３２∗∗∗（０．００６） －０．８５８（ ４．７８７） ５．１１４（ ４．１５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１．５１１（ ７．３９９） ６．１０８（ ７．２７６）

健康状况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１） －３２．７６３（ ３１．６９６） －６０．２１９（ ４７．９６１）

近五年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０．２８８∗∗（０．１３４） －２３．９８２（ ６６．５８０） －２１．３６７（ ４３．３５８）

家庭规模 ０．０８５∗∗∗（０．０３１） １６．５５４（ ２４．１８０） －１２．２５６（ ２６．７１５）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４．０４５∗∗（ １．６１３） ４．７７１∗∗（ １．９５２）

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 ０．６４７∗∗∗（０．２１７） １７１．７８４（ １３６．７７２） １７０．６３６∗∗∗（ ６１．３５３）

家庭劳动力比例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１．１７５（ １．６０１） －１．８１７（ ２．５９７）

地权稳定性 －０．３２６∗∗∗（０．１５１） ５．３０２（ ９０．２９２） ７３．２３２（ １３３．８７４）

地块平均面积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６．０６７（ ９．８５３） －７．３３７（ １２．３７５）

是否种植经济作物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２） ７５７．６２３∗∗∗（ ９４．１１０） ９９８．３５３∗∗∗（ １８４．５３９）

农地调整意愿 — ５７１．１０８∗∗∗（ １７５．１６９） ３３８．３９０∗∗∗（ １２１．５５４）

农地调整意愿×是否种植经济作物 — — １１９４．５０９∗∗∗（ ３９８．６２７）

工具变量（农地调整意愿） －０．１９４∗∗（０．０７７） — —

省份（参照组：江苏）

　 山东 ０．１５６（ ０．２４５） －４１３．９８６∗∗∗（ １４６．９２３） －２７１．４４１（ ２２２．６６６）

　 河南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４） －３５８．６１３∗∗（ １４５．９４１） －２０３．４０１（ １４５．５８６）

　 河北 ０．０６２（ ０．２３５） －３０８．９６９∗∗（ １４７．３９５） －２３５．６８１∗∗（ １１８．４２３）

　 安徽 －０．３３４（ ０．３０３） －４２０．５１０∗∗∗（ １３８．６９１） －３２１．９３０∗∗（ １２５．９０９）

　 天津 ０．０７５（ ０．４００） ４３１．６７４∗（ ２３０．３２５） ４８４．８２９∗∗∗（ １７３．６０１）

常数项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４） ５８２．１７０∗（ ３０２．２１６） ４０６．３４０（ ２８５．１７０）

Ｆ 统计值 — ８．１００∗∗∗

Ｒ２ — ０．３４３

残差协方差（ σ） ７２０．９４３∗∗∗（ ６７．３１６） —

残差相关系数（ ρ） －０．４００∗∗∗（ ０．１３０） —

方程独立性 Ｗａｌｄ 检验 ７．５５０∗∗∗ —

　 　 注：∗∗∗、∗∗、∗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σ 是意愿方程与收益方程残

差方差的平方根，ρ 是残差相关系数。

表 ５ 所示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控制地区变量且同时考虑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内生性的

ＴＥＭ 估计，还是控制地区变量且同时考察农作物种植结构调节效应的 ＷＬＳ 估计，农户的农地经

营规模调整意愿对亩均净收益的影响都非常大。 从 ＴＥＭ 的收益方程来看，与想减少农地者相

比，想增加农地的农户亩均净收益高 ５７１．１１ 元；从 ＷＬＳ 估计看，与想减少农地者相比，想增加

农地的农户亩均净收益高 ３３８．３９ 元，想增加农地且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亩均净收益高 １５３２．９０
元（３３８．３９＋１１９４．５１） 。 上述结果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ＥＳＲ 模型及 ＡＴＥ 估计结果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总之，无论采用何种计量方法，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都会显著影响亩

均净收益，与想减少农地者相比，想增加农地的农户亩均净收益明显更高。 如果农户种植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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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异方差检验在 １％的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对数据进行 ＷＬＳ 估计是合理的。



蔬等经济作物，这种影响将更加突出。

六、农地资源错配及收益损失成因的进一步分析

（一）农地资源错配的成因：需求、制度与自然因素

农地资源错配的原因很多，其中农户需求、制度安排与自然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一是农户具有差别化的农地需求。 改革之初，农户的同质性很强，基于“农地均分”的家庭

承包责任制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农地资源配置方式。 然而经过 ４０ 余年的发展，农户已严重分层

分化。 一些小农户成长为专业大户，更多农户则将家庭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领域，成为兼业或离

农农户。 不同类型农户显然有差别化的农地需求。 对于收入来源非农化的兼业或离农农户，劳
动力的转移促使他们把承包地流转出去；对于想“力农致富”的专业农户，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

资料，他们想以更低价格获得更多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２９］ 。 在不同类型的农户需求得到满足

前，农地资源错配的状态将会持续，这也是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或政府推动农地制度改革的原因。
二是制度安排限制了农地充分流转。 农户的差别化农地需求为农地流转提供了动力，但是

由于农地流转平台缺乏、农地抵押市场缺失，导致农地难以充分流转。 再加上当初承包时为了

减少矛盾，大部分村组集体都采取了“肥瘦搭配”的做法，导致一户的承包地分散在不同的地块

上，耕地细碎化严重。 农业规模经营一般需要集中连片。 在村组集体虚化、弱化的背景下，众多

异质性小农户很难达成一致行动，导致不能集中连片从而阻滞农地流转。 此外，发展现代农业

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需要更为长期稳定的农地使用权，目前禁止土地承包权转让，实际上抑制

了这类农户转入更多土地的积极性。
三是自然因素加剧了农地流转困难与供需错配。 农地不是均质的，各地的耕地质量存在明

显差别。 即使在同一社区内部，也可能存在多种土壤类型。 因此农户的供需可能难以匹配，进
而影响农地流转，造成农地资源错配。 比如一些专业农户需要沙质土壤种植山药、花生等作物，
但是可能因其所在地区只有黏质土壤耕地而未能获得理想的农地经营规模，与此同时一些离农

或兼业农户也就无法把自家的黏质土承包地流转出去。
（二）农地资源错配何以造成收益损失：人、地和农作物

对于农地资源错配造成的收益损失，可以从人、地和农作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人的方面，
随着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一些兼业和离农小农户想减少经营规模而不得，只得懒散经

营，这无疑会降低农地产出，造成收益损失。 当前越来越多的常年或季节性撂荒现象，可以视作

是懒散经营的极端情况。 同时，一些不能外出务工的农户，想多种地且能种好地，但他们不能获

得理想规模的农地供其经营，也会造成亩均收益损失。 高效率的务农者和低效率务农者的边际

产出不能拉平，直接影响了农地产出的提高，造成收益损失。
地的方面，与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来自非农领域、不在意农地产出的想减少农地经营规模

的兼业或离农农户相比①，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农户，会更愿意向农业投资、更积极地改善地

力，进而提高农地产出率。 姚洋对此有详细论述 ［１０］ 。 此外，在一定范围内，农地经营还存在规

模经济。 比如，较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可能会有更低的农资、农机作业采购成本和更高的农产品

销售价格，因而亩均净收益更高。
农作物方面，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兼业农户不再像传统农户那样种植

多种农作物，而是更改为虽然价值更低但是便于农机作业的粮食作物。 然而，对于“以农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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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２０１６ 年，非农收入占比超过八成的农户比例高达 ６４．０％，比 ２００３ 年提高

３０．７ 个百分点。



力农致富”的专业农户，为了追求更高务农收益，他们愿意种植市场价值高但费时费力的农作

物，并会根据市场情况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与想减少农地经营规模的农

户相比，想扩大经营规模者更愿意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进而让农地亩均净收益提高 ３７６．８０ 元

（９４７．９１ 元－５７１．１１ 元） 。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出发，利用黄淮海农区 ６ 省 ５２３ 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想减少

和想增加农地的两类农户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采用可以消除内生性的 ＥＳＲ 模型及 ＡＴＥ 估计，
测算了两类农户的农地亩均净收益差别，然后将可以分类控制地区变量并考虑农作物种植结构

调节效应的 ＴＥＭ 和 ＷＬＳ 估计作为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考察了农地资源错配的收益损失，并对其

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表明：与想减少农地的农户相比，想增加农地的农户的亩均净收益

明显更高，农地资源错配会显著降低农地亩均净收益。 ＡＴＥ 估计发现，如果样本农户都能把农

地经营规模调整到理想规模，则预期的农地亩均净收益将提高 ９４７．９１ 元。 基于 ＴＥＭ 和 ＷＬＳ 估

计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即便分类控制地区变量和经济作物种植情况，与想减少农地者相比，想增

加农地的农户亩均净收益更高的结果依然显著，农地资源配置对亩均净收益有稳定可靠的影

响。 总之，当前的农地流转未能充分满足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调整意愿，一些农户想减少或增

加农地经营规模而未能实现，形成了农地资源错配进而造成严重的农业收益损失。
在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的大背景下，为了提高农业效率，实现“人尽其才、地

尽其利” ，必须消除因农地经营规模难以调整形成的农地资源错配问题，加快推动农地资源在农

业劳动力中的再配置。 总体来看，消除农地资源错配，支持引导一部分不想种地的深度兼业尤

其是“离农、进城”农户将农地使用权转移给其他想种地的农户，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包括承包权退出、转让在内的更多土地财产权利，缓解

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约束，打破农地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转让的法律障碍，切实提高农村土

地的可交易性；其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参照天津、枣庄等地的做法，将农

村产权交易中介平台下沉至乡镇甚至行政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

用；最后，针对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的问题，借鉴日本、法国等国家的经验，做好财政、金融及

其他配套改革，推动农地整理整治，加快探索农地资源行政性再配置，让政府在人地资源优化配

置中发挥更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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